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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尝试构建歧视性户籍制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框

架， 该框架包含了人力资本筛选机制和收入不平等机制； 同时在分析过程中

又考虑了城市人口规模收益和拥挤效应等因素， 力图弥补既有文献的不足之

处。 对城市经济稳态增长路径的分析表明， 相对于无户籍差异情形， 户籍差

异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将提高均衡的城市物质资本存量和户籍居民消费水平，
人力资本吸纳机制将提高城市总体产出水平， 这是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缓慢的

经济根源。 但是， 歧视性户籍政策的存在是由强到弱直至消失的内生变迁过

程。 双城市模式的分析表明， 在劳动力供给趋紧的背景下， 城市竞争对减轻

户籍歧视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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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户籍制度的核心功能是人口登记和管理。 我国的户籍制度从核心功能出发， 进一

步扩展为包含资源分配功能的歧视性制度体系 （王美艳、 蔡昉， ２００８）。 户籍歧视主

要有两种表现： 第一， 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 主要表现为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

相比的福利缺失 （刘晓峰等， ２０１０）； 第二， 曾经广泛存在且仍未完全消失的针对户

籍人口的就业保护政策， 间接导致对非户籍人口的逆向歧视 （蔡昉等， ２００１； 谢嗣

胜、 姚先国， ２００６； 刘毅， ２０１２）。 在以准入条件取代户口审批之后， 大城市的落户

条件往往包含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要求， 导致作为待落户人口主体的农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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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无法落户， 事实上形成了对普通劳动力的权利漠视和人力资本歧视。 因此， 大

城市的高落户门槛扮演了人才筛选的角色 （汪立鑫等， ２０１０）。 由此可见， 户籍制度

除了具有基本的人口管理功能外， 还具有资源分配和人才筛选的特殊功能， 而这些特

殊功能正是户籍制度能够对我国城乡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

户籍制度改革使针对人口迁移的户籍限制逐渐消失， 但是户籍制度所内含的收入分配

和人力资本再配置功能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迁移成本和迁移意愿， 并且深刻影响着城市

的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表 １）。 库兹涅茨在

１９５５ 年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认为收入不均等与经济增长为倒 “Ｕ” 型

关系， 即收入不均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与库兹涅茨

同时代的研究者从收入不均等影响储蓄率和投资的角度探讨了收入不均等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 他们认为， 收入不均等促进了富人的财富积累， 而富人的高储蓄率则为投资

提供充足的资金， 进而促进经济 增 长 （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 Ｋａｌｄｏｒ， １９５７； Ｐａｓｉｎｅｔｔｉ，
１９６２）。 其中， 二元经济理论的创建者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 认为， 增加资本家的利润能够

促进再投资， 因此， 资本家与工人的收入不均等是发展现代化部门、 促进二元经济转

换的必要条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 经济停滞与收入分配不均越来越多地同时

出现， 西方学者开始从其他角度研究二者的关系， 并且认为收入不均等会阻碍经济增

长。 例如， Ｍｕｒｐｈｙ 等 （１９８９） 提出了收入不均等的市场规模效应， 认为只有当国内

市场足够大时才有可能实现良性工业化， 因为庞大的市场需求能够让规模收益递增技

术保持盈利， 但是收入不均等将压缩整体消费规模， 从而不利于国家工业化。 Ｐｅｒｏｔｔｉ
（１９９６） 提出了收入不均等的生育—教育效应， 认为当收入不均等程度提高时， 人们

的生育意愿会增强， 但是人力资本投资会减少， 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Ａｌｅｓｉｎａ 和

Ｐｅｒｏｔｔｉ （１９９６） 提出了收入不均等的社会冲突效应， 认为收入分配不均会加剧低收入

者对现状的不满， 变革需求及相关的暴力活动会消耗社会财富、 恶化投资环境， 从而

遏制经济增长的势头。

表 １　 收入不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影响机制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代表性文献

储蓄 ／ 投资效应 正相关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Ｋａｌｄｏｒ（１９５７）；Ｐａｓｉｎｅｔｔｉ（１９６２）

市场规模效应 负相关 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生育 ／ 教育效应 负相关 Ｐｅｒｏｔｔｉ（１９９６）

社会冲突效应 负相关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ｏｔｔｉ（１９９６）

库兹涅茨曲线 正相关到负相关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尹恒等（２００５）；王少平、欧阳志刚（２００８）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这种影响作用在城市空间更为明显。
Ｅａｔｏｎ 和 Ｅｃｋ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７） 认为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不仅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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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够直接影响劳动效率。 在城市生产过程中， 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外部因

素影响经济产出， 个体人力资本则作为劳动力要素的组成部分影响最终产出。 他们指

出， 人力资本决定工资率， 且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距离市中心越近， 劳动力数量

越少， 工资率越高。 Ｂｌａｃｋ 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 设计了两类城市经济增长模型， 家庭

通过两类城市的人力资本配置实现私人收益均等化， 发现人力资本的配置格局是收入

分配的决定因素。 Ｂｅｒｔｉｎｅｌｌｉ 和 Ｂｌａｃｋ （２００４） 认为， 虽然城市拥挤成本会逐渐抵消城

市区位带来的生产率优势， 同时乡城移民也会拉低城市纯收入进而使得均衡城市化变

成过度城市化， 但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 城市移民会因人力资本投资而获益。
城市化率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高下一期的技术水平从而带来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还

可以通过影响下一期人力资本水平而间接影响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 Ｆａｎ 和 Ｓｔａｒｋ
（２００８） 将人力资本水平、 集聚经济和乡城移民联系起来， 探讨人力资本在城市和乡

村经济中的作用。 他们认为， 在均衡城市化状态下， 所有高技术劳动力都将进城， 而

当不存在乡城移民限制且农村存在大量低技术劳动力时， 无限制的乡城移民将导致城

市高技术劳动力被稀释， 不仅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 也会使城乡人口的福利水平全面

下降。
总体来看， 直接探讨户籍制度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仍然较少。 与此最为接

近的文献是邹一南、 李爱民 （２０１３） 对户籍管制与城市规模关系的探讨， 以及邓可

斌、 丁菊红 （２０１０） 关于户籍管制、 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关系的讨论。 其中， 邹一

南、 李爱民 （２０１３） 发现放松户籍管制对大城市发展具有负效应， 但是对中小城市

发展具有正效应。 其主要逻辑在于， 户籍管制会同时降低城市运行成本和规模收益。
对大城市而言， 户籍管制降低了拥挤成本和福利开支成本， 从而更持久地获得城市规

模收益； 对小城市而言， 放开户籍管制能够在成本上升有限的情况下， 收获较大的城

市规模收益。 换言之， 户籍管制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影响人口规模， 间接影响城市运

行成本和城市产出。 但是， 户籍管制同时包含人口流动限制、 人才筛选和收入再分配

三种制度功能。 人才筛选关系到劳动力质量， 收入再分配关系到城市资本积累， 两者

都是城市经济生产的关键变量。 显然， 缺少对这两项关键制度功能的探讨， 会使相应

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缺乏坚实的基础。 邓可斌、 丁菊红 （２０１０） 将户籍管制因素

引入索洛增长模型， 建立了包含政府政策倾向的发展经济学模型。 在这个修正的经济

增长模型中， 户籍管制直接造成了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收入差异， 进而影响资本

积累。 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经济变量， 因此， 该模型捕捉到了户

籍管制的两项重要功能———收入分配和人口数量调控。 但是， 该理论模型并未考虑城

市所特有的规模经济和拥挤成本现象， 从而使其仍停留在普通的宏观经济模型层面，
无法捕捉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规模外部性。

综上所述， 关于户籍制度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仍然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分

析框架。 一个更为完善的分析思路应该是在充分挖掘户籍制度的经济内涵的基础上，
讨论这些经济内涵对城市空间内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这意味着， 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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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关注户籍制度内含的歧视性对城市收入差距、 人口规模、 人力资本

水平的影响， 进而考察这些因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 户籍歧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经济机理

户籍制度的歧视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三条路径实现的 （图 １）。 第一，
基于户籍制度的歧视性公共资源分配压低了非户籍人口的实际收入， 加剧了户籍居民

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同时具有人口挤出效应和物质资本积累效

应。 一方面， 收入不平等会缩小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的差距， 弱化城市的拉力， 同时

较低的收入也会弱化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能力， 强化城市的推力， 二者相结合形成人

图 １　 户籍歧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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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 收入不均等机制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可能促进储蓄率的提高，
从而增加资本积累， 形成物质资本积累效应。 第二， 大城市落户条件中包含的人才素

质门槛事实上形成落户权利的不平等， 进而使不平等的公共福利供给机制延续下去。
此外， 落户条件中内含的人才筛选需求试图以户口换人才， 实现城市所需人才的永久

性迁移和人力资本集聚， 使得城市落户条件中的人力资本歧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

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 第三， 尽管户籍歧视具有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集聚功能，
但是户籍歧视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和落户权利不平等都意味着这些经济功能具有明确的

不合法性和不可持续性。 户籍歧视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矛盾加深和社会冲突激化， 这

将直接导致社会内耗和财富浪费。
在探讨户籍歧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时， 需要考虑两个外生因素。 第一是城市

发展阶段。 在城市人口密度较低时， 城市基础设施利用率低， 集聚人口能够有效提高

公共设施利用效率， 形成规模收益。 此时， 户籍歧视会对城市发展起阻碍作用， 因此

城市政府倾向于在新开发的地区， 如各类城市新区和开发区， 出台特殊的人口和就业

政策以鼓励外来人口进入。 第二是劳动力供求状况。 当城市劳动力需求旺盛， 且劳动

力供给趋紧时， 会更注意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以保证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供

应。 当劳动力供给旺盛时， 城市管理者容易忽视外来劳动力的权益保护问题。 而对于

一些行政级别较高的超大城市，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约束越来越紧， 更多的外来劳动力

往往被视作负担， 维持甚至强化户籍歧视政策也往往成为不言自明的选择。
由此可见， 户籍歧视对城市经济增长同时具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户籍歧视对经济

增长的正面影响将促使决策者维持甚至强化户籍制度的歧视性， 而负面影响将促使决策者

弱化甚至消除户籍歧视， 正反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将影响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景。

三、 理论分析的起点： 城市化中的户籍制度

首先， 本文将建立一个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简单城市化模型， 探讨不存在户籍限

制、 不考虑城乡人力资本差别的情况下， 城市均衡规模与城市最优规模的差别。 在此

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讨论存在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的情况下， 户籍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

和城市资本存量对城市规模的影响。
（一） 简化的城市化模型

假设只有一个城市， 农村人口为 Ｎ， 城市户籍人口标准化为 １， 城市新移民为 Ｍ，
城市总人口为 Ｌ（Ｌ ＝ １ ＋ Ｍ）。 农村物质资本存量标准化为 １， 城市物质资本存量为

ϕ（ϕ ＞ １ ）。 考虑到城市规模效应的存在， 令城市人口规模的产出弹性大于 １， 于是

得到城市生产函数为 Ｙｕ ＝ （１ ＋ Ｍ） β＋１ ϕ１－γ， 其中， ０ ＜ β ＜ γ ＜ １。
在城市化初期， 存在近乎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 于是可以合理地假设农村人均

收入为常数 Ｆ。 同时， 在城市化初期， 城市规模较小， 城市拥挤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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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城市部门均按照劳动力数量平均分配收入， 则城乡收入均衡时有 Ｆ ＝ （１ ＋ Ｍ） β

ϕ１－γ， 此时的城市规模为均衡规模。
令城乡居民总收入 Ｉ ＝ （Ｎ － Ｍ）Ｆ ＋ （１ ＋ Ｍ） β＋１ ϕ１－γ。等号两边对Ｍ求导， 可得城乡

居民总收入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Ｆ ＝ （β ＋ １） （１ ＋ Ｍ） β， 此时的城市规模为最优规模。
令均衡城市化的城市人口规模为 Ｌ１，城乡居民收入最大化的城市人口规模为 Ｌ２，则有：

Ｌ１
β ϕ１－γ ＝ （β ＋ １） Ｌ２

β ϕ１－γ （１）

已知 １ ＋ β ＞ １， 因此有 Ｌ１ ＞ Ｌ２。 即城市最优规模小于城市均衡规模。 也就是说，
在城市化率较低、 农村人口规模庞大、 城市数量不足的背景下， 农村人口的大量进城

容易造成城市规模过度扩张。 这也说明了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具有的正面意义。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转移， 在耕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农业劳动生产率将

随着人口的减少而提高。 因此， 可以合理地假定农村生产函数为 Ｙｒ ＝ （Ｎ － Ｍ） α， ０ ＜
α ＜ １， α 为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假设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均按照劳动力数量平均

分配收入， 则均衡的城市规模由下式决定：

（Ｎ － Ｍ） α－１ ＝ （１ ＋ Ｍ） β ϕ１－γ （２）

令城乡居民收入最大化：

ｍａｘ Ｉ ＝ （Ｎ － Ｍ） α ＋ （１ ＋ Ｍ） β＋１ ϕ１－γ （３）

其一阶条件为：

－ α（Ｎ － Ｍ） α－１ ＋ （β ＋ １）（１ ＋ Ｍ） β ϕ１－γ ＝ ０ （４）

令均衡城市化的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为 Ｍ^， 城乡居民收入最大化的城市流动人口规

模为 Ｍ′， 则有：

（Ｎ － Ｍ^） α－１ ＝ （１ ＋ Ｍ^） β ϕ１－γ （５）

α
β ＋ １（Ｎ － Ｍ′）

α－１

＝ （１ ＋ Ｍ′） β ϕ１－γ （６）

因此， 有 Ｍ′ ＞ Ｍ^， 即城乡收入最大化的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均衡规模。 这说明，
在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时， 实现人口的城市集聚更有利于城乡整体经济绩效的提高。

（二） 简单扩展： 考虑人力资本和城市拥挤成本

上文的简化模型并未考虑城乡人力资本差异， 也未考虑城市特有的拥挤成本所造

成的效率损失。 接下来本文将人力资本差异纳入城市化模型， 同时考察拥挤成本在城

市规模扩张中的意义。 首先， 令农村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标准化为 １， 乡城移民

（即城市非户籍居民） 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为 ｈ， ①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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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而言， 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高于本地农民工。 参见 《２０１２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３０５ ／ ｔ２０１３０５２７＿１２９７８ ｈｔｍｌ）。



为 Ｋ。 借鉴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８８） 的做法， 以劳动力数量与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乘积代表有

效劳动力， 由此得到城市部门生产函数为 Ｙｕ ＝ （Ｋ ＋ Ｍｈ） β＋１ ϕ１－γ， 农村生产函数为 Ｙｒ

＝ （∑Ｎ－Ｍ

１
ｈｒｉ） （Ｎ － Ｍ） α。其中， ｈｒｉ 代表农村中第 ｉ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这意味

着人力资本在农业部门同样发挥作用， 且人口越少劳动生产率越高。 其次， 假设农村

不存在拥挤成本， 城市居民承受的拥挤成本为 Ｃ ＝ Ｌφ。其中， φ为拥挤系数， 且 φ ＞ １
＋ β，φ ＞ ２ － α ≥３ ／ ２ 。①

假设在完全市场机制下， 将每个城市居民都视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 其生产函

数为 ｙｕｉ ＝ ｈｉ（Ｋ ＋ Ｍｈ） β ϕ１－γ，其中， ｙｕｉ 既是总产出也是个人总收入， ｈｉ 代表第 ｉ个个体

的人力资本水平， Ｋ 为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ｈ 为城市非户籍人口的平均

人力资本水平， ϕ 为城市物质资本存量。 后面三个变量不会因为单个个体的加入而改

变， 因此是不变的外在要素。 这个生产函数包含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假定， 即个人收入

仅和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 个人的劳动技能， 即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 城市发展基

础， 包括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人口规模、 物质资本存量等。 因此， 当农村居民做出迁

移决策时， 他只会关注上述两方面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 其预期的个人收入 ｙｕｊ ＝
ｈ ｊ（Ｋ ＋ Ｍｈ） β ϕ１－γ。

为简单起见， 本文假设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乡城移民的唯一因素。 在城市发展的

初期， 或者在城市还没有饱和的时候， 农村人口会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准而

进入城市。 在完全市场机制下， 由于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是无差别的。 同样为

简单起见， 本文假设无户籍管制情形下的所有迁移都是永久性迁移， 即不存在城市人

口向农村的回流。 在无差别接纳的情况下， 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农业转移人口到城市

定居的机会相等。 于是， 农业转移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ｈ ＝ １， 即相当于农村平

均人力资本水平。 在城市达到饱和的时候， 城乡人口迁移达到均衡。 此时， 对农村中

的任何居民而言， 都有：

ｈｒｉ （Ｎ － Ｍ） α ＝ ｈｒｉ（Ｋ ＋ Ｍ） β ϕ１－γ － Ｌφ－１ （７）

因此， 城市拥挤系数 φ 与城市新增人口规模 Ｍ 成反方向变动， 即拥挤成本提高

将缩小城市人口规模。
式 （７） 等号两边对 Ｋ 求导， 可得：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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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φ ＞ １ ＋ β是为确保城市存在规模极限。 φ ＞ ２ － α≥ ３
２ 是为了确保城市拥挤成本的斜率大于农村人均收

入的斜率。 此项规定的理由是， 农村人均收入对人口的斜率为 （１ － α）（Ｎ － Ｍ） α－１， 城市拥挤成本对人口的斜率

为 （φ － １） （１ ＋ Ｍ） φ－２， 若 （１ － α）（Ｎ － Ｍ） α－１ ＜ （φ － １） （１ ＋ Ｍ） φ－２ 在任何时候都成立， 需要三个条件： （１）
φ ＞ ２ － α ； （２） φ ＞ α ＋ １ ； （３） 当 （Ｎ － Ｍ） ＞ （１ ＋ Ｍ） 时， （１ － α）（Ｎ － Ｍ）α－１ ＜ （φ － １） （１ ＋ Ｍ）φ－２。假定中

国城市化的起点为 ３３％， 则（Ｎ －Ｍ）ｍａｘ ＝２， 相应的（１ ＋Ｍ）ｍｉｎ ＝１， 即 （１ － α）２α－１ ＜ （φ － １），故有 φ ＞ ２ － α， 表

明条件 （２） 能够保证条件 （３）。 综合条件 （１） 和条件 （２）， 可得 φ ＞ ２ － α ≥ ３
２ 。



－ αｈｒｉ （Ｎ － Ｍ） α－１ ∂Ｍ
∂Ｋ ＝ β ｈｒｉ（Ｋ ＋ Ｍ） β－１ ϕ１－γ １ ＋ ∂Ｍ

∂Ｋ( )－ （φ － １） Ｌφ－２ ∂Ｍ
∂Ｋ （８）

由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正外部性， 即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人均产出

正相关， 式 （８） 等号右边为正。 又因为 α ＜ ０， 因此 ∂ Ｍ
∂ Ｋ ＞ ０， 即户籍人口平均人力

资本水平越高， 城市能够吸纳的人口规模越大。 同时， ϕ 越大， Ｍ 越大， 意味着城市

物质资本积累将有助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
由此可以发现， 合理的城市规模扩张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水平

的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 户籍制度的意义在于通过人为调控城市规模扩张的节奏， 寻

找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规模。 尽管有些矫枉过正， 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确

实使中国城市避免了陷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困境。

四、 户籍歧视与城市经济增长： 单城市模型

户籍歧视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 由于技术难度的限制， 户籍歧视

引发的社会冲突增强效应未能纳入数理模型的讨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性低

于其他因素。 在分析模型结论时， 仍需将社会冲突效应考虑在内， 以使分析结果更加

贴近现实。 接下来，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歧视性公共福利供给的户籍居民效用最大

化模型， 比较静态分析将揭示歧视性公共福利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及户籍政策可

能发生的三阶段内生变迁过程。 然后， 本文将建立一个包含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的城市

居民效用最大化模型， 比较静态分析将揭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城市经济增长的

影响。
（一） 歧视性公共福利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简化的城市化模型中， 人口的乡城迁移完全遵循市场机制， 这种分析有助

于我们认识根据不同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条件调整户籍政策的重要性。 接下来，
本文将建立一个基于城市户籍居民偏向的效用最大化模型， 以揭示城市政府对流

动人口执行户籍管制的经济动机， 以及户籍政策随着城市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变

化。
首先， 假设城市政府仅代表城市户籍人口的利益。 该假设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

方面， 户籍居民具有排斥户籍制度改革的动机， 并拥有延缓改革的能力。 户籍附着的

排他性福利类似于俱乐部产品， 户籍人口的迅速扩容将摊薄这些福利， 或者提高其拥

挤度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１９６５）。 为此， 户籍居民将以投票和抱怨的形式表达诉求， 这不仅

直接增大了地方政府的施政压力， 而且会使其在中央政府的考核中被 “一票否决”
（蔡昉等， ２００１）。 另一方面， 户籍居民的诉求与城市政府的财政节流倾向契合。 实

施财政分权以来， 地方政府财力缩小， 无力实施均等化的公共福利分配政策 （叶建

亮， ２００６）， 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 城市政府具有规避财政支出成本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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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并免费获取人口红利的政策冲动。
根据这一假设， 城市政府将对城市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提供非均等的公共服

务， 进而造成实际收入的不均等。 本文以 １
υ 代表收入不均等的程度或户籍歧视程度，

０ ＜ υ≤１。以 θ代表居民总收入占城市净产出的比重， ０ ＜ θ ＜ １。与前文保持一致， 城

市总人口为 Ｌ ＝ １ ＋ Ｍ。 不考虑城乡人力资本差异， 城市户籍人口的人均收入为 Ｉｕ ＝ θ
（１ ＋ Ｍ） β ϕ１－γ， 城市非户籍人口的人均收入为 Ｉｍ ＝ θυ （１ ＋ Ｍ） β ϕ１－γ。

城市政府的任务是实现户籍居民的效用最大化。 假设效用完全由消费决定， 且消

费效用存在边际递减， 即 Ｕ′（Ｃ） ＞ ０，Ｕ″（Ｃ） ＜ ０。 在无限期的时间内， 城市政府面临

的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ｃ，Ｌ ∫

¥

０
ｅ －ρｔ［Ｕ（Ｃ）］ｄｔ （９）

ｓ ｔ 　 ϕ
·

＝ Ｙ － Ｃ － Ｍθυ （１ ＋ Ｍ） β ϕ１－γ － δϕ － Ｌφ，ϕ（０） ＝ ϕ０，Ｍ≥０。 此问题的现

值汉密尔顿函数为：

Ｈ ＝ Ｕ（Ｃ） ＋ λ［（Ｌ － Ｍθυ） Ｌβ ϕ１－γ － Ｃ － δϕ － Ｌφ］ （１０）

最优化条件为：

∂Ｈ
∂Ｃ ＝ Ｕ′（Ｃ） － λ ＝ ０ （１１）

∂Ｈ
∂ϕ ＝ λ［（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 －γ － δ］ ＝ ρλ － λ

·
（１２）

库恩 －塔克条件为：

∂Ｈ
∂Ｍ ＝ λ｛［β ＋ （１ ＋ Ｍ ＋ βＭ）（１ － θυ）］ ϕ１－γ － ϕ Ｌφ－β｝ Ｌβ－１ ≤０，Ｍ ∂Ｈ

∂Ｍ( ) ＝ ０ （１３）

横截性条件为：

ｌｉｍ
ｔ→¥

ｅ －ρｔλϕ ＝ ０ （１４）

由约束条件式 （１０） 及最优化条件式 （１１）， 可知：

Ｃ
·

＝ ［ρ ＋ δ － （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 －γ］ Ｕ′（Ｃ）
Ｕ″（Ｃ） （１５）

ϕ
·

＝ （Ｌ － Ｍθυ） （１ ＋ Ｍ） β ϕ１－γ － δϕ － Ｌφ － Ｃ （１６）

Ｃ
·
＝ ０ 对应的曲线为 （１ － γ）（１ － Ｍθυ） Ｌ１＋β ϕ－γ ＝ δ ＋ ρ。 ϕ

·
＝ ０ 对应的曲线为 Ｃ ＝

（Ｌ － Ｍθυ） Ｌβ ϕ１－γ － δϕ － Ｌφ。 据此可得， 当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收入相等时， Ｃ
·

＝ ０

和 ϕ
·

＝ ０ 的曲线分别为：
２５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ρ ＋ δ ＝ （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 －γ （１７）

ｃ ＝ （Ｌ － Ｍθυ） Ｌβ ϕ１－γ － δϕ － Ｌφ （１８）

换言之， 当 υ ＜ １ 时， 有：

∂ｃ
∂ϕ ＝ （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 －γ － δ （１９）

当 υ ＝ １ 时， 有：

∂ｃ
∂ϕ ＝ （１ － γ）（Ｌ － Ｍθ） Ｌβ ϕ －γ － δ （２０）

进一步可知， Ｃ
·
（υ ＜ １） ＝ ０ 在 ϕ

·
（υ ＜ １） ＝ ０ 最高点的左侧， Ｃ

·
（υ ＝ １） ＝ ０ 在 ϕ

·
（υ

＜ ０） ＝ ０ 最高点的左侧， 且 Ｃ
·
（υ ＝ １） ＝ ０ 也在 Ｃ

·
（υ ＜ １） ＝ ０ 的左侧。 又因为 （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 －γ － δ ＞ （１ － γ）（Ｌ － Ｍθ） Ｌβ ϕ －γ － δ， 所以曲线 ϕ
·
（υ ＜ １） ＝ ０ 比曲

线 ϕ
·
（υ ＝ １） ＝ ０ 的斜率更大。

为了解均衡解存在的可能性， 本文在曲线 Ｃ
·
（υ ＝ １） ＝ ０ 的左侧、 ϕ

·
（υ ＝ ０） ＝ ０ 的

上方取任意点 Ｇ（ϕ′，ｃ′）， 在曲线 ϕ
·
（υ ＝ １） ＝ ０ 上取参照点 Ｍ（ϕ′，ｃ″）， 在曲线 ｃ

·
（υ ＝

１） ＝ ０ 上取参照点 Ｎ（ ϕ^，ｃ′）。 可知， ϕ
·
（ϕ′，ｃ″） ＝ （Ｌ － Ｍθυ） （１ ＋ Ｍ） β ϕ′１－γ － δ ϕ′ － Ｌφ

－ ｃ″ ＝ ０，ϕ
·
（ϕ′，ｃ′） ＝ （Ｌ － Ｍθυ） （１ ＋ Ｍ） β ϕ′１－γ － δ ϕ′ － Ｌφ － ｃ′ ＝ ｃ″ － ｃ′ ＜ ０， 即点

Ｇ（ϕ′，ｃ′） 在水平方向向左移动。

又知， Ｃ
·
（ ϕ^，Ｃ′） ＝ ［ρ ＋ δ － （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 －γ］ Ｕ′（Ｃ）

Ｕ″（Ｃ） ＝ ０，Ｃ
·
（ϕ′，Ｃ′） ＝ ［ρ

＋ δ － （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γ］ Ｕ′（Ｃ）
Ｕ″（Ｃ）。 由于 ϕ′ ＜ ϕ^， 故 ［ρ ＋ δ － （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γ］ ＜ ［ρ ＋ δ － （１ － γ）（Ｌ － Ｍθυ） Ｌβ ϕ^ －γ］。 根据效用函数特性可知 Ｕ′（Ｃ）
Ｕ″（Ｃ） ＜ ０，

有 Ｃ
·
（ϕ′，Ｃ′） ＞ ０， 因此， 点 Ｇ（ϕ′，ｃ′） 在垂直方向向上移动。

因而， 对位于曲线 Ｃ
·
（υ ＝ １） ＝ ０ 左侧， ϕ

·
（υ ＝ ０） ＝ ０ 上方的任意点而言， 其运

动方向为左上方。 以同样的方法可以获得物质资本和消费的动态相位图 （图 ２）。 通

过相位图可以发现， 效用最大化模型存在一条鞍点路径， 通向稳态均衡点 Ｅ０。 在 Ｅ０

点上消费和物质资本的增长率为零。
以同样方法可以得到 υ ＜ １ 时， 鞍点路径的稳态均衡点 Ｅ１ 位于 Ｅ０ 的右上方。 这

说明， 相对于无户籍差异的情形， 户籍差异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将提高均衡的城市物质

资本存量和户籍居民消费水平。 由此得到命题 １： 如果城市政府以经济增长和户籍居

民利益为主要的政策考量因素， 基于户籍差异的不均等公共福利分配机制将被维持甚

至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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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资本和人均消费的影响

又由式 （１３） 可知， 当 ϕ１－γ ≤ φ
（β ＋ １） － θυ 时，Ｍ ＝ ０ ； 当 ϕ１－γ ＞ φ

（β ＋ １） － θυ
时， Ｍ ＞ ０， 且为 ［β ＋ （１ ＋ Ｍ ＋ βＭ）（１ － θυ）］ ϕ１－γ － ϕ Ｌφ－β ＝ ０ 的解。

关于 Ｍ 对 ［β ＋ （１ ＋ Ｍ ＋ βＭ）（１ － θυ）］ ϕ１－γ － φ Ｌφ－β ＝ ０ 等号两边求导， 得：

［（１ ＋ β）（１ － θυ）］ ϕ１－γ － （φ － β）φ Ｌφ－β－１ ＝ ０ （２１）

由此可知： 当 ϕ１－γ ＜ （φ － β）φ Ｌφ－β－１

（１ ＋ β）（１ － θυ） 时， ［（１ ＋ β）（１ － θυ）］ ϕ１－γ － （φ － β）φ

Ｌφ－β－１ ＜ ０。 在 θ 不变时， 为了保证 ［β ＋ （１ ＋ Ｍ ＋ βＭ）（１ － θυ）］ ϕ１－γ － φ Ｌφ－β ＝ ０，Ｍ

与 υ 必须反向变化。 当 ϕ１－γ ＞ （φ － β）φ Ｌφ－β－１

（１ ＋ β）（１ － θυ） 时， ［（１ ＋ β）（１ － θυ）］ ϕ１－γ － （φ －

β）φ Ｌφ－β－１ ＞ ０。 在 θ 不变时， 为了保证 ［β ＋ （１ ＋ Ｍ ＋ βＭ）（１ － θυ）］ ϕ１－γ － φ Ｌφ－β ＝
０，Ｍ 与 υ 必须同向变化。 另外， 由 β ＞ ０，φ － β － １ ＞ ０，Ｌ≥１， 可知 φ － β ＞ １，Ｌφ－β－１

＞ １，（φ － β）φ Ｌφ－β－１ ＞ φ，（β ＋ １） － θυ ＞ （１ ＋ β） － （１ ＋ β）θ， 进而可得 φ
（β ＋ １） － θυ

＜ （φ － β）φ Ｌφ－β－１

（１ ＋ β）（１ － θυ）。 至此， 可以发现， 随着城市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化， 城市发展水

平与流动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图 ３）：

第一阶段： ϕ１－γ ≤ φ
（β ＋ １） － θυ， 城市部门无力提供额外就业机会， 流动人口遭

到绝对排斥。 此时， 城市就业机会与户籍属性直接挂钩， 依托于户籍制度的就业、 福

利、 消费品供给等制度对人口流入实施最严厉的管制。

第二阶段： φ
（β ＋ １） － θυ ＜ ϕ１－γ ＜ （φ － β）φ Ｌφ－β－１

（１ ＋ β）（１ － θυ）， 城市可以提供额外就业机

会， 但是外来人口数量与户籍歧视程度成正比。 由于外来劳动力将直接促进城市经济

增长， 而降低户籍歧视程度则能促进社会公平、 改善民生。 于是， 城市政府需要在经

４５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图 ３　 我国城市户籍政策的变迁过程示意图

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进行权衡。

第三阶段： ϕ１－γ ≥ （φ － β）φ Ｌφ－β－１

（１ ＋ β）（１ － θυ）， 城市不仅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而

且将在吸引外来人口就业的同时， 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全面的公共服务。 这个时期很可

能意味着两种情境的叠加， 其一， 繁荣的经济为城市积累了大量财富； 其二， 劳动力

无限供给的情形已经消失， 城市经济依赖于外来劳动力的输入。 此时， 城市政府将拥

有更强的户籍制度改革激励。
由此得到命题 ２： 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 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户籍歧视将逐

渐减轻， 直至消失。 在第一阶段， 城市经济实力较弱， 城市将执行严格的流动人口

限制政策， 并仅向户籍人口供给公共福利； 第二阶段， 城市经济实力增强， 城市将

允许流动人口进入， 但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影响城市就业吸纳能力； 第三阶段， 城

市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将提升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

力。
（二） 人力资本筛选与城市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内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在城市空间内， 人力资本既是生产投入要

素， 又有明显的外溢性特征， 对整体经济效率有正外部性。 因此， 人力资本在城市经

济增长中具有特殊意义。 研究城市经济增长的文献往往将城市空间内的人力资本集聚

和积累作为重要问题进行探讨。 遗憾的是， 在现有文献中， 多数研究将视野局限在城

市已有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方面， 而较少关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移民的进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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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将从城市户籍门槛的视角， 探讨城市户籍制度

的人力资本筛选机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令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ｈｒ 标准化为 １， 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为 Ｋ， 乡城移民人力资本

水平为 κ。 假设农村居民中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者进入城市的概率越大， 因此进城农民

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为大于 １， 即 κ ＞ １。 城市生产函数为 Ｙｕ ＝ （Ｋ ＋ Ｍκ） β＋１ ϕ１－γ。 假

设农业部门中人力资本不发挥作用， 则农村生产函数为 Ｙｒ ＝ （Ｎ － Ｍ） α。
均衡城市规模由下式决定：

（Ｎ － Ｍ） α－１ ＋ （１ ＋ Ｍ） φ－１ ＝ Ｋ ＋ Ｍ
１ ＋ Ｍ （Ｋ ＋ Ｍκ） β ϕ１－γ （２２）

若上式的解为 Ｍ ＝ Ｍ∗，κ ＝ κ∗，当 Ｍ ＋ βκ Ｍ２ ＋ Ｍκ － （Ｍκ － ２ － βＭκ ＋ Ｋ）Ｋ ≥０

时，若有 κ ＝ κ′ ＞ κ∗， 则必有Ｍ′ ＞ Ｍ∗ 使 （Ｎ － Ｍ′） α－１ ＋ （１ ＋ Ｍ′） φ－１ ＝ Ｋ ＋ Ｍ′
１ ＋ Ｍ′

（Ｋ ＋ Ｍ′ κ′） β ϕ１－γ。 因此， 提高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增强城市人口吸纳能力，
进而扩大城市规模。

假设城市政府对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则促使城市政府吸收农村

劳动力的最重要考虑就是该政策能够最大化城市居民的效用。 假设城市居民的效用由

消费决定， 以 Ｕ（Ｃ） 表示。 原城市居民数量为 １， 新增数量为Ｍ，１ ＋ Ｍ ＝ Ｌ，则城市居

民的人均消费为：

ｃ ＝ １
Ｌ （Ｙ － Ｉ） （２３）

城市资本增量为：

ϕ
·

＝ Ｙ － Ｃ － δϕ － Ｌφ （２４）

城市政府面临的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ｃ，Ｌ ∫

¥

０
ｅ －ρｔ［Ｕ（ｃ）］ｄｔ （２５）

ｓ ｔ 　 ϕ
·

＝ Ｙ － ｃＬ － δϕ － Ｌφ，ϕ（０） ＝ ϕ０，Ｍ ≥０。 此问题的现值汉密尔顿函数为：

Ｈ ＝ Ｕ（ｃ） ＋ λ［（Ｋ ＋ Ｍκ） β＋１ ϕ１－γ － ｃＬ － δϕ － Ｌφ］ （２６）

最优化条件为：

∂Ｈ
∂ｃ ＝ Ｕ′（ｃ） － λＬ ＝ ０ （２７）

∂Ｈ
∂ϕ ＝ λ［（１ － γ） （Ｋ ＋ Ｍκ） β＋１ ϕ －γ － δ］ ＝ ρλ － λ

·
（２８）

库恩 －塔克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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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ｍ ＝ λ［（β ＋ １）κ （Ｋ ＋ Ｍκ） β ϕ１－γ － ｃ － φ Ｌφ－１］ ≤ ０，ｍ ∂Ｈ

∂ｍ( ) ＝ ０ （２９）

横截性条件为：

ｌｉｍ
ｔ→¥

ｅ －ρｔλϕ ＝ ０ （３０）

互补松弛条件， 可得：

（β ＋ １）κ Ｋβ ϕ１－γ － φ ＜ ｃ （３１）

当 ｃ ＞ （β ＋ １） Ｋβ ϕ１－γ － φ 时， ｍ ＝ ０； 当 ｃ ≤ （β ＋ １） Ｋβ ϕ１－γ － φ 时， ｍ ＞ ０。 由

此得到命题 ３： 无论物质资本 ϕ 提高还是人力资本水平 Ｋ 提高， 都可以催生城市人口

扩张的动力。

根据式 （２７） 和式 （２８） 计算可得， 当 κ ＞ １ 时， ｃ
·
＝ ０ 和 ϕ

·
＝ ０ 的曲线分别为：

（１ － γ） （Ｋ ＋ Ｍκ） β＋１ ϕ －γ ＝ δ ＋ ρ （３２）

ｃ ＝ （Ｋ ＋ Ｍκ） β＋１ ϕ１－γ Ｌ －１ － δϕ Ｌ －１ － Ｌφ－１ （３３）

同理可得， 当 κ ＝ １ 时， ｃ
·

＝ ０ 和 ϕ
·

＝ ０ 的曲线分别为：

（１ － γ） （Ｋ ＋ Ｍ） β＋１ ϕ －γ ＝ δ ＋ ρ （３４）

ｃ ＝ （Ｋ ＋ Ｍ） β＋１ ϕ１－γ Ｌ －１ － δϕ Ｌ －１ － Ｌφ－１ （３５）

因此， 当 κ ＝ １ 时， 有 （１ － γ） （Ｋ ＋ Ｍ） β＋１ ϕ－γ ＝ δ ＋ ρ，ｃ ＝ （Ｋ ＋ Ｍ） β＋１ ϕ１－γ Ｌ －１ －

δϕ Ｌ －１ － Ｌφ－１，∂ ｃ
∂ ϕ ＝ （１ － γ） （Ｋ ＋ Ｍ） β＋１ ϕ －γ Ｌ －１ － δ Ｌ －１。 当 κ ＞ １ 时， 有 （１ － γ）

（Ｋ ＋ Ｍκ） β＋１ ϕ －γ ＝ δ ＋ ρ，ｃ ＝ （Ｋ ＋ Ｍκ） β＋１ ϕ１－γ Ｌ －１ － δϕ Ｌ －１ － Ｌφ－１， ∂ ｃ
∂ ϕ ＝ （１ － γ）

（Ｋ ＋ Ｍκ） β＋１ ϕ －γ Ｌ －１ － δ Ｌ －１。

进一步可知， ｃ
·
（κ ＝ １） ＝ ０ 在 ϕ

·
（κ ＝ １） ＝ ０ 最高点的左侧， ｃ

·
（κ ＞ １） ＝ ０ 在

ϕ
·
（κ ＞ １） ＝ ０ 最高点的左侧， 且 ｃ

·
（κ ＞ １） ＝ ０ 在 ｃ

·
（κ ＝ １） ＝ ０ 的右侧。 又因为 （１

－ γ） （Ｋ ＋ Ｍκ） β＋１ ϕ －γ Ｌ －１ － δ Ｌ －１ ＞ （１ － γ） （Ｋ ＋ Ｍ） β＋１ ϕ －γ Ｌ －１ － δ Ｌ －１， 所以曲线 ϕ
·
（κ

＞ １） ＝ ０ 比曲线 ϕ
·
（κ ＝ １） ＝ ０ 斜率更大。 从相位图分析可知： 随着城市新增人口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城市物质资本和人均消费的稳态均衡点 Ｅ０ 将移动到右上方的

Ｅ１ （图 ４）。
由此得到命题 ４： 随着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城市常住人口的均衡消费水平

和物质资本存量都将得到提高。 这意味着， 落户门槛内含的人力资本筛选机制将提高

城市收入水平， 从而维持甚至强化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城市政府试图以落户门

槛抑制城市规模扩张的政策意图可能因而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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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外来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资本和人均消费的影响

五、 户籍歧视与城市经济增长： 两城市模型

户籍制度通过落户门槛直接影响劳动力流动， 通过歧视性公共福利分配导致的差

异化收入分配格局间接影响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作为企业布局的主要依据之一， 是城

市竞争的重要对象 （安虎森、 邹璇， ２００７）。 在劳动力供求形势发生转折的大背景

下， 户籍制度改革有可能成为中国城市竞争的重要内容， 而城市之间关于经济增长的

竞争也有可能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因素。 要回答的问题是， 在存在城市经济竞争

的背景下， 单个城市调整户籍政策将对城市经济竞争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这种影响将

导致对手城市做出什么样的政策调整？
（一） 户籍歧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两条路径

为了研究城市竞争背景下的户籍歧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假设存在两个

城市， 分别是城市 １ 与城市 ２。 两个城市在人均收入水平、 人口规模、 公共服务水平

（以货币价格表示）、 财政能力以及户籍限制政策等方面都完全相同。 为了体现户籍

门槛对城市竞争的影响， 本文假设城市化已经完成， 户籍制度改革导致的人口流动只

在城市之间进行。 城市户籍人口标准化为 １， 非户籍人口包括新增户籍人口 Ｅ 和新增

流动人口 Ｍ。 非户籍人口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为 ｈ， 户籍人口和新增户籍人口平均人力

资本水平均为 κ。
鉴于当前户籍制度的作用主要包括社会保障、 公共住房和基础教育供给三个方面

（陶然等， ２０１１）， 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严重预算约束的现实， 本文假

定户籍门槛的调整只涉及既有公共福利资源的调整。 令城市公共福利总量为 Ｇ， 其

中， 户籍人口拥有的歧视性公共福利总量为 （１ － μ）Ｇ， 所有城市人口均可享受的非歧

视性公共福利总量为 μＧ， 其中 ０ ＜ μ ＜ １。 由此得到户籍人口的人均公共福利为 Ｇ０ ＝
（１ － μ）Ｇ
１ ＋ Ｅ ＋ μＧ

Ｌ ， 非户籍人口的人均公共福利为 Ｇｘ ＝ μＧ
Ｌ ， 且 μ

Ｌ ＜ Ｍ
Ｌ 。 因此， 城市不均

等的公共福利供给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人均公共福利的

８５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不均等， 即
Ｇｘ

Ｇ０
＜ １； 第二种是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两类人群的总量公共福利不均

等， 即 μ ＜ １。
考虑到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是财政的承受能力不足， 本文假设城市政府

在调整户籍政策时不会增加财政开支， 即户籍制度改革只涉及既有公共资源的再分

配。 在这种假设之下， 城市 １ 户籍政策的变动会对城市人口造成直接影响， 加上人口

流动只在两个城市之间进行， 城市 １ 的户籍政策变动会直接影响城市 ２ 的经济增长。
假设城市 １ 降低落户门槛， 城市 ２ 维持原来的政策。 此时， 城市 １ 面临两种可选

择的路径： 路径 １ 是在降低落户门槛的同时， 保持户籍人口的人均公共福利水平不

变， 这要求减少非户籍人口的公共福利供给， 即强化总量公共福利的不均等； 路径 ２
是在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 让更多的非户籍人口享受与户籍人口同样的公共福利， 这

将降低户籍人口的平均公共福利水平， 即减轻人均公共福利的不均等。 路径 １ 需要将

部分属于非户籍人口的公共福利转移给户籍人口， 称之为 “利益极化” 路径； 路径 ２
需要摊薄户籍人口的公共福利水平， 称之为 “利益扩散” 路径。 接下来， 本文将分

别分析两条路径下落户门槛调整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二） “利益极化” 路径下的城市经济增长

在城市竞争的背景下， 人才和投资将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选择， 城市居民的流动
将决定两个城市的发展状况。 令城市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 Ｉｍ ＝ θ［ｈｍｉ （Ｋ ＋ ｈＭ ＋ κＥ） β

ϕ１－γ － Ｌφ－１］ ＋ Ｐ μＧ
Ｌ ， 城市户籍人口的个人收入为 Ｉｘ ＝ θ［ｈｘｉ （Ｋ ＋ ｈＭ ＋ κＥ） β ϕ１

１－γ －

Ｌφ－１］ ＋ Ｐ （１ － μ）Ｇ
１ ＋ Ｅ 。当城市 １ 按照 “利益极化” 路径调整户籍门槛时，

Ｇ０

Ｇｘ
不变， 但是

μ 变小。 这种户籍政策的效果有如下特征：
特征 １： 原有户籍人口不会减少。 因为城市 １ 户籍人口扩容时并不会降低本市户

籍人口相对于城市 ２ 户籍人口的公共福利水平。
特征 ２： 一定程度上的户籍人口扩容在扩大本市人口规模的同时， 将提高平均人

力资本水平。 因为出于本市经济增长的考虑， 城市政府设立的人力资本门槛一般要高

于户籍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在降低户籍门槛之后也会高于城市平均的人力资本

水平。
特征 ３： “利益极化” 路径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 １ 的人均收入水平。 其理由由下

面的证明给出：

已知 ｄＩ
ｄＬ ＝ θ （１ ＋ β） ｄＨ

ｄＬ ＋ β Ｈ
Ｌ[ ]Ｈβ Ｌβ ϕ１－γ － （φ － １） Ｌϕ－２{ }－ Ｐ Ｇ

Ｌ２ ， 令 Ｈ１＋β Ｌ１＋β

ϕ１－γ ＝ Ｙ，Ｌφ ＝ Ｃ， 则有：

ｄＩ
ｄＬ ＝ １

Ｌ２ θ Ｌ
φ

（１ ＋ β） ｄＨ
Ｈ

ｄＬ
Ｌ

＋ β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Ｙ
Ｃ － ＰＧ

θＣ － （φ － １）{ }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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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户籍门槛前， 城市的落户门槛往往要求申请入户的个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户

籍人口的平均水平。 假设城市在降低户籍门槛时只要求落户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

城市的平均水平， 则 ｄＨ
Ｈ

ｄＬ
Ｌ ＞ １， （１ ＋ β） ｄＨ

Ｈ
ｄＬ
Ｌ ＋ β[ ] ＞ １ ＋ ２β ＞ １。 又根据经验判

断， ＰＧ
Ｌ ＜ Ｉ， 故

ＰＧ
Ｌ ＋ θＣ

Ｌ

Ｉ ＋ θＣ
Ｌ

＝ ＰＧ ＋ θＣ
θＹ ＜ １。 由此可知， （１ ＋ β） ｄＨ

Ｈ
ｄＬ
Ｌ ＋ β[ ] ＹＣ ＞

ＰＧ ＋ θＣ
θＣ ， （１ ＋ β） ｄＨ

Ｈ
ｄＬ
Ｌ ＋ β[ ] ＹＣ － ＰＧ

θＣ ＞ １ ＞ （φ － １），即 ｄＩ
ｄＬ ＞ ０。因此， “利益极化”

路径带来的户籍人口扩容 （ｄＬ ＞ ０） 将提高城市人均收入水平 （ｄＩ ＞ ０）。
需要指出的是， 城市 １ 降低户籍门槛是面向城市 １ 和城市 ２ 所有流动人口的政

策。 因此， 该政策将给城市 ２ 带来人才损失， 使 ｄＬ ＜ ０。 由于对城市 ２ 而言， ｄＩ
ｄＬ ＞ ０

同样可证， 因此， ｄＩ ＜ ０。 即城市 １ 执行 “利益极化” 路径会导致城市 ２ 人均收入降

低。 由此得到命题 ５： 通过提高歧视性公共福利比重， 城市政府能够减少流动人口规

模、 扩大户籍人口规模、 提高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和城市人均收入水平。 因此， 城

市政府具有提高歧视性公共福利比重的内在动力。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利益极化” 路径具有浓厚的计划色彩， 而且与公共服务

均等化趋势相悖， 在缺乏配套制度措施的情况下， 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因此， 只有当

城市规模过度膨胀， 导致经济、 社会和生态环境难以持续， 并且这些发展难题已经被

城市居民所认识时， “利益极化” 路径的户籍政策调整才有现实意义。
（三） “利益扩散” 路径下的城市经济增长

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吸引流动人口落户， 城市 １ 户籍人口的人均公共福利会下降。
因此， 在增加新户籍人口的同时， 城市 １ 也将流失原户籍人口。 由于新增户籍人口的

人力资本水平低于原户籍人口， 令城市 １ 户籍门槛为 κ∗， 城市 ２ 户籍门槛为 κ， 城市

总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为 Ｈ， 必有 Ｈ ＜ κ∗ ＜ κ， 城市 １ 和城市 ２ 流动人口的人力

资本水平 ｈ∗ ＜ κ∗ 。

已知户籍人口人均拥有的公共福利为 Ｇ０ ＝ （１ － μ）Ｇ
１ ＋ Ｅ ＋ μＧ

Ｌ ， 非户籍人口人均拥有

的公共福利为 Ｇｘ ＝ μＧ
Ｌ 。 因此， 对城市 ２ 而言， 每减少一个流动人口， 就可以增加

μ（１ ＋ Ｅ）
Ｌ（１ － μ） ＋ μ（１ ＋ Ｅ） 个户籍人口。 城市 １ 户籍人口公共福利水平的下降将促使人力

资本水平最高的户籍人口流向城市 ２。 对城市 ２ 而言， 能够吸收的户籍人口数与释放

的流动人口数相关。 假设城市 １ 和城市 ２ 的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分布密度函数为 ｌ（ｈ），

户籍人口的人力密度函数为 １ ＋ Ｅ
Ｍ ｌ（κ）， 其中， ｌ（ｈ） ＝ １

２πσ
ｅｘｐ － （ｈ － ｈ） ２

２[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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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κ） ＝ １
２πσ

ｅｘｐ － （Ｋ － Ｋ） ２

２[ ]，ｈ 为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κ为城市户籍

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Ｋ ＞ ｈ ＞ Ｈ。 若城市 １ 新增户籍人口数为 ∫κκ∗ｌ（ｈ）ｄｈ， 则

１
２ ∫

κ

κ∗
ｌ（ｈ）ｄｈ 为来自城市 ２ 的 流 动 人 口。 因 此， 城 市 ２ 可 获 得 １

２ ∫
κ

κ∗
ｌ（ｈ）ｄｈ ×

μ（１ ＋ Ｅ）
Ｌ（１ － μ） ＋ μ（１ ＋ Ｅ） 个新增户籍人口， 即 １ ＋ Ｅ

Ｍ ∫¥

κ′
ｌ（Ｋ）ｄＫ， 其中， κ′ ≥ κ ＞ κ∗ 。①

城市 １ 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人口规模弹性为：

ｄＨ
Ｈ ／ ｄＬ

Ｌ ＝
∫κ
κ∗

ｌ（ｈ）ｈｄｈ － １ ＋ Ｅ
Ｍ ∫¥

κ′
ｌ（Ｋ）ＫｄＫ[ ]－ ∫κ

κ∗
ｌ（ｈ）ｄｈ － １ ＋ Ｅ

Ｍ ∫¥

κ′
ｌ（Ｋ）ｄＫ[ ]Ｈ{ }Ｌ

∫κ
κ∗

ｌ（ｈ）ｄｈ － １ ＋ Ｅ
Ｍ ∫¥

κ′
ｌ（Ｋ）ｄＫ[ ] Ｌ ＋ ∫κ

κ∗
ｌ（ｈ）ｄｈ － １ ＋ Ｅ

Ｍ ∫¥

κ′
ｌ（Ｋ）ｄＫ[ ]Ｈ

（３７）

如果令 ｆ（κ∗） 为计划新增户籍人口， ｄＥ 为实际新增户籍人口， 则有：

ｄＥ ＝ ｆ（κ∗） １ － １
２

μＧ
Ｌ

（１ － μ）ＬＧ ＋ （１ ＋ Ｅ）μＧ
（１ ＋ Ｅ）Ｌ[ ]{ } （３８）

由于 １ － １
２

μＧ
Ｌ

（１ － μ）ＬＧ ＋ （１ ＋ Ｅ）μＧ
（１ ＋ Ｅ）Ｌ[ ] ＞ ０，ｆ（κ∗） ＞ ０，ｆ′（κ∗） ＜ ０， 故 ｄＥ ＞

０， 且 ｄＥ 是 κ∗ 的减函数， 通过降低户籍门槛得到的人口增量 ｄＬ ＞ ０。
令 κ′ 代表流失户籍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κ∗ 代表流入户籍人口的平均人力

资本水平， 则通过降低户籍门槛得到的净人力资本增量为：

ｆ（κ∗） κ′ κ∗

κ′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 ｆ（κ∗）Ｈ １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

＝ ｆ（κ∗）Ｈ κ∗

κ′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

κ′
Ｈ －

１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κ∗

κ′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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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令户籍人口最大规模为 １ ＋ Ｅ， 则 １ ＋ Ｅ ＜ （１ － μ）Ｇ
１ ＋ Ｅ ＋ μＧ

Ｌ[ ]（１ ＋ Ｅ）Ｌ
μＧ ＝ （１ － μ）Ｌ

μ ＋ （１ ＋ Ｅ）[ ]。 因此，

户籍人口增长潜力小于 （１ － μ）Ｌ
μ 。 对城市 ２ 而言， 通过流动人口流失可得剩余公共福利资源： Ｇｓ ＜ （１ － μ）Ｌ

μ ×

μＧ
Ｌ ＝ （１ － μ）Ｇ

２ 。新增户籍人口 ｄＥ ＜ １
２

（１ － μ）Ｇ
（１ － μ）Ｇ
１ ＋ Ｅ ＋ μＧ

Ｌ

＝ （１ － μ）（１ ＋ Ｅ）Ｌ
２［（１ － μ）Ｌ ＋ μ（１ ＋ Ｅ）］，Ｅ为按照原标准入籍当年新

增户籍人口规模， 根据经验， Ｅ 的数值极小， 可以忽略。 因此 （１ － μ）（１ ＋ Ｅ）Ｌ
２［（１ － μ）Ｌ ＋ μ（１ ＋ Ｅ）］ ≈ （１ － μ）Ｌ

２［（１ － μ）Ｌ ＋ μ］ ＜

１
２ 。 意味着对城市 ２ 而言， 最多吸收的户籍人口数为 １

２ 。 换言之， 城市 １ 流出的户籍人口数小于 １
２ ， 若该人群

中最低人力资本水平为 κ′， 则 κ′ ≥ κ。



由于
κ∗

κ′ ＞ １
２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且
κ′
Ｈ －

１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κ∗

κ′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
κ′
Ｈ

－
１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Ｈ
κ′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 ０， 故 ｆ（ κ∗） κ′ κ∗

κ′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 －

ｆ（κ∗）Ｈ １ － （１ ＋ Ｅ）μ
２［（１ － μ）Ｌ ＋ （１ ＋ Ｅ）μ］{ } ＞ ０。 因此， ｄＨ

Ｈ
ｄＬ
Ｌ ＞ ０。

由此得到命题 ６： 尽管城市 １ 降低落户门槛会导致户籍人口福利损失和部分人才

流失， 但是只要落户的人力资本门槛仍然高于城市平均水平， 该政策就能够同时提高

城市总人力资本存量和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同理可得， 对城市 ２ 而言亦存在 ｄＨ
Ｈ

ｄＬ
Ｌ ＞ ０， 由此得出推论 １： 在城市 １ 降低户

籍门槛的背景下， 城市 ２ 坚持既有的高户籍门槛会降低城市总人力资本存量和平均人

力资本水平。
对城市 １， 城市平均收入为：

Ｉ ＝ θ（Ｈ１＋β Ｌβ ϕ１－γ － Ｌφ－１） ＋ Ｐ Ｇ
Ｌ （４０）

ｄＩ
ｄＬ ＝ θ １

Ｌ２ （１ ＋ β） ｄＨ
Ｈ

ｄＬ
Ｌ ＋ β[ ]Ｈ１＋β Ｌ１＋β ϕ１－γ － （φ － １） Ｌφ － ＰＧ

θ{ } （４１）

令 Ｈ１＋β Ｌ１＋β ϕ１－γ ＝ Ｙ，Ｌφ ＝ Ｃ， 则有：

ｄＩ
ｄＬ ＝ θ １

Ｌ２ （１ ＋ β） ｄＨ
Ｈ ／ ｄＬ

Ｌ ＋ β[ ]Ｙ － （φ － １）Ｃ － ＰＧ
θ{ } （４２）

城市人口调控政策总是希望增加高素质劳动力， 减少低素质劳动力。 因此， 可以

合理地假定： 城市在调整公共福利分配时， 将保证被迫离开城市的个体的人力资本水

平不高于城市平均水平， 即 － １ ＜ ｄＨ
Ｈ

ｄＬ
Ｌ ＜ ０。 ① 此时有：

（１ ＋ β） ｄＨ
Ｈ

ｄＬ
Ｌ ＋ β[ ]Ｙ － （φ － １）Ｃ － ＰＧ

θ ＜ βＹ － （φ － １）Ｃ － ＰＧ
θ （４３）

由于 φ － １ ＞ β， 因此 βＹ － （φ － １）Ｃ － ＰＧ
θ ＜ β（Ｙ － Ｃ） － ＰＧ

θ 。 如果城市经济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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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只存在一个城市的情形下， 城市公共福利将首先将人力资本水平最低的个体 “挤出” 城市， 此时有

ｄＨ
Ｈ ＝ ＬＨ ＋ ｈｄＬ

（Ｌ ＋ ｄＬ）Ｈ － １ ＝ ｈｄＬ － ＨｄＬ
（Ｌ ＋ ｄＬ）Ｈ，ｄＨＨ

ｄＬ
Ｌ ＝ （ｈ － Ｈ）Ｌ

（Ｌ ＋ ｄＬ）Ｈ ＞ － １。



出为 Ｙ － Ｃ， 且政府收入全部用于提供公共福利， 则 ＰＧ
θ（Ｙ － Ｃ） ＝ １ － θ

θ 。 由此可得： 当

１
１ ＋ β ≥ θ 时， 必有 ｄＩ

ｄＬ ＜ ０， 其中， １
１ ＋ β 为城市规模弹性的倒数， θ 为居民总收入占城

市经济总产出的比重。 这意味着， 当城市居民总收入占城市净产出的比重不大于城市

规模弹性的倒数时， 城市人口规模与人均收入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 降低户籍门槛的

政策将扩大人口规模， 提高城市居民人均收入。

对城市 ２ 而言， 同理可得， θＹ － θＬφ

θ（Ｙ － Ｌφ） ＋ ＰＧ
＞ １

１ ＋ β 时， ｄＩ
ｄＬ ＞ ０。 由于已经假定城

市 １ 和城市 ２ 为完全相同的城市， 因此当城市 １ 降低户籍门槛时， 城市 １ 人口规模提

高， 人均收入提高； 城市 ２ 人口规模降低， 人均收入降低。
至此， 可以得到命题 ７： 在城市竞争中， 当城市宏观税负小于城市人口规模弹性

系数的倒数， 且落户的人力资本门槛高于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时， 以公共福利均等

化为导向降低户籍门槛， 将提高本市相对其他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 从而在城市竞争

中占优。
已知城市规模弹性为常数， 因此， 考察人口规模与人均收入关系的时候， 需要关

注的主要指标是居民收入占城市净产出的比重。 如果不考虑进出口， 城市经济净产出

可以分为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两部分。 表 ２ 表明城市人口规模越大， 政府收入占城市

ＧＤＰ 的比重越高。 即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 居民总收入占城市 ＧＤＰ 的比重越低。 这

说明，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容易出现人口数量与人均收入的反向变动关系。 由此得

到命题 ８： 从提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需要出发，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倾向于通过

歧视性的公共福利分配控制城市人口规模。

表 ２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与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

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

年平均人口平均数

（万人）
年平均人口中位数

（万人）
城市数（个）

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个数

０ １２ 以上 ５０８ ６４ ３００ ５７ １０ ９

０ １０ ～ ０ １２ ２２８ ６０ ２１１ ５３ ２３ ７

０ ０８ ～ ０ １０ １９７ ５６ １５４ ８２ ２４ ６

０ ０６ ～ ０ ０８ ２１１ ０１ １７９ ０７ ２９ ７

０ ０４ ～ ０ ０６ １７１ ４７ １４２ ０９ ２３ １

０ ０４ 以下 １３２ ７８ １２７ ９１ １５ ２

　 　 数据来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

因此， 对城市病严重的大城市而言， 可能难以通过户籍政策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户籍政策也难以成为参与城市竞争的手段。 而规模较小的城市则可以通过户籍政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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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空间。 这一结论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调整户

籍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六、 结论

户籍歧视通过不均等收入分配机制和人力资本集聚机制影响城市经济增长， 而城

市发展阶段和劳动力供求状况也影响了城市户籍歧视政策的变化。 本文发现， 在存在

户籍歧视的情形下， 户籍歧视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将提高均衡的城市物质资本存量和户

籍居民消费水平， 而由户籍歧视引致的人力资本集聚将提高城市整体经济产出水平。
这意味着， 当城市政府以经济增长和户籍居民利益为主要政策考量因素时， 基于户籍

差异的不均等公共福利分配机制和人力资本筛选机制将继续维持下去， 甚至有可能进

一步强化。 与此同时， 歧视性的户籍政策也存在内生变迁的可能。 因为当城市经济实

力增强到一定程度， 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将促进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提高， 从而

实现人口进城与权益均等化的同步推进。 双城市模型的讨论表明， 虽然 “利益极化”
路径下的户籍政策调整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但是由于强大的社会阻力， 这种

调整路径只在特殊情境下才有意义。 而在 “利益扩散” 路径下， 当城市宏观税负小

于城市人口规模弹性系数的倒数， 且落户的人力资本门槛高于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时， 以公共福利均等化为导向降低户籍门槛， 将提高本市相对其他城市的人均收入水

平， 从而在城市竞争中占优。
未来应从两个方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一是逐渐修正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方

式， 从以 ＧＤＰ 增长率论英雄， 向根据地区发展特征综合考察经济增长速度、 社会和

谐程度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转变； 二是要保持适度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 提高城市

的就业吸纳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加快城市户籍政策内生变迁。 对于经济发达且拥挤

程度不高的中小城市， 如果城市政府通过降低城市落户门槛有序推进农业流动人口市

民化， 将有效提高本市相对其他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 并在城市经济竞争中占据优

势。 这意味着， 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具有率先放开城市落户限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的有利条件。 未来可以尝试在我国东部选择若干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作为户籍制度改

革试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并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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